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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利用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对个人信息的保

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出台以后，个人信息保护有了一定的保障，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个人信息的属性在民法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位，因此在适用中不可避免的与已

有的人格权体系产生冲突。并且在现有的规定中，个人信息的分类术语并不统一，归责原则的适用存在

争议，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以及损害赔偿标准没有进行合理地规定等问题也影响着个人信息的保护，因

此应该确立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以此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息民法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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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henomenon of people’s personal in-
formation being illegally collected and used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fter The Civil Code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ame out one after another,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
tion has certain safeguard, but also has some problems. Because the attribute of personal infor-
mation has not been unified in the field of civil law, it inevitably conflicts with the exis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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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ersonal right in application. And in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the classification term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re not unifor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mputation principle is controversial, the as-
sumption of tort liability and the lack of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lso affect the pro-
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o the right attribut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estab-
lished, in this way, a perfect civil law protection system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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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概述 

1.1. 个人信息的民法定位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有些人通过信息技术非法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给信息主体造成巨大

的损失，因此保护个人信息成为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公法层面，例如刑法、行政法等都对个人信息做

出了一些规定。但是民法作为基本法，同样也是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法律部门。目前，《民法典》人格

权编第六章规定了个人信息，构建了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制度，但是我们发现，《民法典》并未明确个

人信息的定位和属性，这一问题在民法学界也是没有统一的答案，一些学者认为这只是理论之争，对个

人信息保护意义不大。事实上，对个人信息的定位不仅仅关系到理论层面，也关系到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的整体地位，关系到功能制度的发挥，而且对个人信息保护条款的理解与适用也具有重要影响。 
在民法学界，关于个人信息的定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权利说”，他们主张将个人信息明

确为个人信息权；另一种主张“法益说”，认为个人信息是一种法益。这两种学说都有其中的道理，究

竟哪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 

1.1.1. 权利说 
“权利说”是指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权利完全由个人信息主体控制和支配，其他人则具有不作为的

一般义务。很多学者还将“权利说”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其中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具体人格权说。具

体人格权说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有关个人信息的规定，是将个人信息规定为一项权利，而不是法

益，属于具体人格权 [1]。学者王成比较赞同德国的一般人格权学说，德国 1970 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有

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即资料保护法，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德国法院确立了“信息自决权”，用来

反对政府的不当干涉，但是随着社会的需要，“信息自决权”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展到对信息的调查、收

集、使用以及非自动化处理等各个阶段 [2]。这时“信息自决权”已经被纳入到一般人格权的体系之中了。

还有比较典型的美国，就是通过隐私权实现的间接保护模式，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美国确立了信息隐

私权，但是自从隐私权诞生起，人们对隐私侵权行为的划分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数据隐私

权”、“网络隐私权”等概念的出现，美国逐渐构建起了以隐私权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反观欧

洲，欧洲就采取了比较果断的方式，也就是把个人信息视为一项基本权利，在互联网盛行的时代，美国

的数据产业在世界占有较大的比重，为了反击美国的打压，因此欧盟将个人信息视为基本权利，减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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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的境外流通。我国国内以王利明、杨立新为代表的学者就支持将个人信息看作独立的人格权，他们

认为个人信息具有财产属性，人们应当积极保护，从权利的角度讲，独立人格权符合个人信息权的标准。 

1.1.2. 法益说 
支持法益说的学者认为个人信息并不属于权利，而是法益。法益说是指信息主体不对个人信息进行

过多的控制，其他人可以按照法定的原则和条件对其进行必要的收集和处理。学者高富平认为，个人信

息是一种新型的法益，对这种新型法益进行保护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无法从私权角度加以阐释，因为

他们认为一个人无论是就业生活还是升学，参加商业活动，都要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否则就不能标识

自己，因为个人信息具有识别功能，因此个人信息才具有了社会属性，个人对个人信息不能享有支配性

权利。所以，可以将个人信息确定为新型的法益 [3]。学者林传琳、宋宗宇在文章中也指出民法中的个人

信息保护应该理解为民事利益较为妥当，他们认为如果将个人信息确认为一项人格权，那么它将具有绝

对支配性，结合现实情况，是难以实现的。由此观之，两种学说在民法学界争论很大，一时难以定论，

但是对个人信息的属性不加以定位，就不利于对个人信息保护条款的理解和适用，不利于构建完善的个

人信息保护体系。 
在这里，我比较赞同“权利说”，理由如下：首先，“权利说”将个人信息确认为权利，有利于为

信息主体提供更加严密的保护，有了权利基础，信息主体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其次，许多国家都采

纳了“权利说”的观点，并且设立了个人信息权，这能够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借鉴。最后，“权利说”的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王利明等权威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权利说”更适合中国的立法和司法现状。 

1.2.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模式 

结合上述两种学说，在民法上，个人信息的保护可以分为两种模式。 

1.2.1. 权利模式 
权利模式，就是把个人信息认定为权利。权利模式通过将特定类型的利益确认为法律上的权利，使

利益的归属及其界限得以明确，从而对利益进行全面的法律保护 [4]。因为民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这是

传统民法上一贯对利益的主要保护方式。结合我国个人信息的立法和司法情况，有学者提出将个人信息

归入人格权中。在个人信息的保护体系之中，信息主体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对个人信息权的确定，有

利于保障信息主体的主体地位，可以有效的防止他人的非法侵害。并且从信息处理者的角度来看，信息

处理者知道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可以做，这样就可以减少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情况。而且在比

较法上，我们可以发现欧洲、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采取了权利模式。他们都选择将个人信息

规定为具体的权利，不需要其他的民事权利为基础，这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1.2.2. 行为规制模式 
民法保护既保护权利，又保护法益。法益通常没有明确的对象，而且它的利益边界不清楚，因而不

能上升为权利对其进行保护。与权利模式不同，行为规制模式是通过限制他人的行为来维护信息主体的

利益，并不是为其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因此如何界定他人的行为并加以规制是这一模式的难点。行为规

制模式需要在各种利益主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使行为主体能够在允许的范围内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有

学者认为区分权利与利益的基础是客体是否明确，只有客体明确、特定，权利才能有边界，才能制约他

人的行为。还有学者指出个人信息作为客体，其内涵和外延并不清晰，无法将其规定为具体的权利，所

以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采用行为规制模式。行为规制模式有什么优点呢？就个人信息主体而言，通过

规制他人的行为，使其利益得到保障。对行为人来说，行为规制模式能够为其提供比较明确的指引，减

少侵害行为的发生。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行为规制模式有利于个人信息的利用，有利于数字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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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现状，我认为权利模式更适合个人信息保护。理由如下：首先，从信息技术

发展的角度讲，数据产业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并不能成为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理由，我们追求的是要

在数据产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公民的个人信息，并且权利模式下，个人信息受到保护，数据产业发展

的环境变好，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其次，权利模式能够为个人信息提供确定的权利基础，目前，

无论是《民法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未将个人信息作为一种权利加以规范，而在权利模式下，

个人信息权是一种确定的权利，依靠这种明确的权利，信息主体能够明确的支配自己的个人信息，不受

他人的侵害。最后，权利的位阶要高于利益，规定个人信息权有利于防范各类新型侵权。并且权利模式

也比较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比较法上，许多国家都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所以我认为权利模式更

适合保护个人信息。 

2. 我国个人信息民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已经对个人信息做出了一些规定，其中第 1034 条对个人信息的概

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个人信息“识别性”的基本属性，并规定了和隐私权的适用关系 [5]。第 1035 条规

定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第 1036 条列举了多种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

为信息处理者提供行为准则。第 1037 条列举了查阅、复制、删除等信息主体的权利。第 1038 条规定了

信息处理者的责任，并对其进行了规范。第 1039 条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该

履行的义务。由此观之，《民法典》有关条款对个人信息已经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规定，虽然 2021 年 11
月《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但是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且两部法律应该如何去

协调，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些不足都急需我们去解决。 

2.1. 个人信息分类术语不统一 

比较《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涉及个人信息的条款，我们发现二者在用语上存在差别，

《民法典》第 1035 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

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

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

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因此，《民法典》将个人信息划分为

一般个人信息和私密信息。并且，《民法典》也没有关于私密信息的规定，其内涵并不清晰。而《个人

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分为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两大类。于是，在适用时，要明确敏感个人

信息与私密信息的关系。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采取归纳和列举的方式。第 28 条是这样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

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

息。并且还列举了其他敏感个人信息。但是，《民法典》对有关私密信息却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在民

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二者关系是交叉重合的，因此，当个人信息受到侵害时，可能会出现《民法典》

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关条款同时适用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对二者的关系加以探讨。 

2.2. 归责原则适用不合理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的个人信息被自动地处理、收集，使得信息主体难以证明信息处理者存

在过错，因此不能将其视为普通的侵权行为。对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做出了规定：“处理个

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

权责任。”实际上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 [6]。《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过错推定原则的规定，也存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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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例如，2016 年庞理鹏起诉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在本案中，原告委托鲁某在北京趣拿科技有限公司的

页面预订了一张机票，趣拿订单页面上显示的是庞某某的信息，而其联系方式、支付信息均为鲁某。2014
年 10 月 31 日庞某手机收到来历不明的短信，他被告知航班已经取消，庞某认为趣拿公司和东航公司泄

露了他的隐私信息。审理中，法院要求被告证明其没有侵害原告的个人信息，这确实保障了原告的利益，

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涉及到代理人、航空公司、购票平台等多方主体，个人

信息泄露在任何环节都可能发生，任何一方主体要证明自身没有泄露信息都是十分困难的，这实际上也

是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甚至可能侵害企业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归责原则的分配我们还要根据实际去

分析。 
在信息时代，随着数字产业化的发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无处不在，几乎信息处理者的生产、销售

与信息主体的生活息息相关，个人信息受到侵害与之关系密切。因此，过错推定原则的严格适用，其所

涵盖的范围有可能无限大，不利于责任的认定。其次，由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时并不是一个平台的

事情。会牵涉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信息处理者、不同的业务流程，平台即使可以证明自己是合规的，但

也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如同个人很难证明自己无罪一样。面对各种争议，平台最终可能为了减少

麻烦，选择花钱或者采取其他极端的手段，这会导致更多矛盾的产生，制约平台经济的发展。 

2.3. 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适用不合理 

《民法典》中并没有有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的规定，仅限于一般规定。这些条款太过笼统，必须

与其他法律相结合来适用。研究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对有效规制个人信息侵权行为，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经济价值，但是许多人以非法手段获取他人

的个人信息，以此发展成一条黑色的产业链，而且个人信息一旦经过损害，就很难恢复原状，因此恢复

原状、返还财产就不能适用。另外，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是使个人信息处于完整的状态，但个人信息比

较特殊。因此，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

赔偿损失。这些承担方式的适用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看。由于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如何划分

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就尤为重要。就损害赔偿而言，举一个例子，通常情况下，倒卖一个手机号码的价

格一般很低，被侵权人会为了几元钱作为损害赔偿的请求标的吗，法官会不会觉得几块钱的诉求，会浪

费司法资源，而且有多少人会愿意经历麻烦的程序，只为了得到几块钱钱的赔偿呢？对于这些争论我们

可以看出，关于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难以划分，如何对个人信息进行救济成为一个问题。 

2.4. 损害赔偿标准不合理 

一般在侵害个人信息的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就是个人信息的损害后果并不明显，由于经

过传播，个体的损失虽然小，但是群体受到损失就很大。《民法典》第 1182 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

赔偿数额要根据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确定，但是有时个人信息的损害难以确认，

比如在人脸识别第一案中，非法收集的面部信息并没有给受害人造成实际损失，也没有给侵权人带来什

么收益，侵权人是否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现有的立法并未将个人信息规定为人格权，但是，受害人可以通过人格权请求权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通过非自动化的信息技术获取他人个人信息，侵害了他人的利益，此时，

受害人比较容易去证明自己的损失。但是，在许多情形下，例如人脸识别案中，侵害人虽然获取了他人

的面部信息，但是并没有因此获益，受害人也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失。这时受害人不能够提出相关的证据

加以证明，此时，受害人的损失就无法衡量，损害赔偿的标准就难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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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侵犯到他人的具体人格权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如果没有侵犯到具体的人

格权，但是因为侵权行为给受害人的生活造成了困扰，导致受害人有很大的精神压力，此时受害人是否

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凌某某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

纠纷案”中，原告就要求赔偿 20,000 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7]。法院认为，虽然被告的行为给原告的生活

造成了困扰，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其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此不支持这一请求。这些都值得我们去

研究。 

3. 完善我国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建议 

前面已经分析了个人信息民法保护中存在的不足，现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完善建议。 

3.1. 统一个人信息分类术语 

为了解决《民法典》中的私密信息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关敏感个人信息在适用上存在问题，

有必要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将二者进行区分。关于敏感个人信息与私密信息，学界有这样几种说法：一

是“等同说”，即认为二者的实质相同，但是表达方式不同。因为二者涉及个人信息，并且是个人信息

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分，都是指信息主体主观上不愿意被人所知晓的个人信息，实际相同表达不同。还有

“交叉学说”，认为二者是交叉关系，例如医疗健康信息既是敏感信息又是私密信息，而个人的嗜好属

于私密信息，而不是敏感个人信息，还有一种信息，例如宗教信仰，就属于敏感信息而不是私密信息。

还有“独立区分说”，即二者是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不存在重合。这里，本人比较赞同“交叉说”，

因为行动轨迹、医疗健康等信息同时符合敏感个人信息和私密信息的要件。那么关于私密信息该如何界

定，一些学者认为这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和价值判断有关。还有学者认为“私密信息”应具有“私密

性”与“识别性”。所谓“私密性”，即该信息是信息主体“不愿为人所知晓”的信息。“识别性”为

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包括已识别和可识别至特定的自然人。总之，可以看出，敏感个人信息与私密信

息是交叉关系。 
结合学者的观点，我认为为了区分二者关系，要进一步统一术语，例如敏感个人信息应该划分为敏

感的私密信息和敏感的非私密信息。比如如果将人脸识别信息确定为敏感的非私密信息，可仅适用敏感

个人信息规则。敏感的私密信息，因为其既属于隐私权的保护对象，也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对象 [8]。
因而，可以进一步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分类。在判断敏感个人信息时，首先应该依据法定标准，即通过

人格尊严标准，人身、财产安全标准，未成年人标准区分敏感个人信息，并且兼顾“场景理论”，应该

考虑到行为人的身份、目的还有场景及其影响的后果进行综合分析。 

3.2. 合理适用归责原则 

有学者提出，今后我国可以依据公务机关和非公务机关利用自动化系统处理为标准分别适用无过错

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至于那些没有采取自动化系统的信息处理者，适用一般的过错责任，这被称为三

元归责体系。对比国外，有许多国家和地区规定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为过错推定责任或无过错责任。例

如，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就是以自动化数据处理与非自动化数据处理为区分，分别规定了无过错责

任与过错推定 [9]。 

结合现实情况，我认为，在是否以自动化处理技术为标准的原则上，可以采取过错推定原则和一般

过错原则结合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信息主体确实处在劣势地位，让信息主体去证明

信息处理者存在过错确实有难度，由于自动化技术的普及，使得个人信息侵权归责变得困难，信息处理

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各方在证据和证明能力上都可能存在困难。所以，在采用自动化处理方式

实施的侵权行为时，可以采取过错推定责任，可以很好地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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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采用非自动化处理方式实施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时，由于没有大数据技术的影响，受害人有能力

进行举证，因此就可以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信息处理者的利益，有利于数字产

业的发展。 

3.3. 合理适用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侵害个人信息行为侵权责任的主要承担方式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由于信

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传播速度快，并且传播面广，在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适用时，要避免对信息主

体进行二次伤害，因此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3.1. 停止侵害 
在维护个人信息权益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让侵权人停止侵害，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但

是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特征是一旦发生侵权，其后果就会立即产生，而个人信息不可恢复。所以，在实

际的司法活动中，往往停止侵害会与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一起适用。为了确保个人

信息得到维护，个人信息主体或其监护人、利害关系人都可以向加害人或者法院请求停止侵害，这样就

可以及时的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 

3.3.2. 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一般在公开场合以书面形式进行，例如通过媒体或者报纸公开发表道歉声明等。然而，有

时候选择公开的方式并不合适，要考虑个人信息的特殊性，视情况而定，当侵权人侵害的不是敏感信息

时，可以采用公开的方式进行。但是当侵权人侵犯的是敏感信息时，权利人就可以要求侵权人采用非公

开方式进行赔礼道歉，因为如果以公开方式进行赔礼道歉，那么信息主体的敏感信息会容易进一步传播

和泄露，从而对个人信息主体的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10]。 

3.3.3.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当信息主体认为其个人生活已经受到影响，并且名誉受损时，信息主体可以要求责任人采取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的方式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适用这种方式时要尊重信息主体的意愿。因为信息技术发

展很快，个人信息在这种条件下有可能被迅速的传播和扩散，因此个人信息很可能不能恢复圆满的状态，

如果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方式适用不当，依旧不能保护个人信息。所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方式

要避免对信息主体个人信息的二次伤害。 

3.4. 完善损害赔偿标准 

由于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侵害个人信息所造成的数

额较小，为此，有学者提出当损害结果很小时，可以建立最低的赔偿标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参

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对微额损害最低赔偿标准的规定，例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就

规定，如果产品不符合描述，具有欺诈的性质时，此时适用 3 倍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但如果仍然不足 500
元，权利人可以请求赔偿 50 元人民币。对此个人信息也可以确立微额损害的最低赔偿标准。由于《个人

信息保护法》，将个人信息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可以按照信息的敏感程度和损害后果进

行分类，侵害一般个人信息的最低赔偿标准比侵害敏感个人信息的最低赔偿标准低一些，这样一方面可

以打击侵害个人信息的不法行为，又有利于激发信息主体保护个人信息的积极性 [11]。 
有时候侵害个人信息往往会对受害人造成很大的精神伤害，例如有些个人信息泄露，被不法分子利

用，他们冒用信息主体的名义从事不法的事，就会损害当事人的名誉，给受害者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甚至影响到他的生活。所以，仅对其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补偿，并不能完全弥补信息主体受到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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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民法典》第 1183 条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护个人信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在互联网比较发达的时代下，由于个人信息侵权案件往往涉及大量的受害人，很难确定所有的受害人的

精神损失。因此，为了保证公平和效率，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台湾的相关立法为此

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台湾对损害赔偿的总额进行了限制。但是当个人信息主体能够证明自己受到的损

害超过这一限额时，应该按实际损害数额赔偿，一方面能够使个人信息主体的精神损害得到适当赔偿，

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保护数字产业的发展。 

5. 结语 

个人信息保护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其次在处理《个

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的关系上，应该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因为《民法典》作为一项

保护民事权利的法律，恐怕难以涵盖所有的权利，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则规范了个人信息的基本内容，

相当于一部特别法，因此，应该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但是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我们也可以

适用《民法典》中关于人格权请求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由此可见，应该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

主，《民法典》为辅来维护人们的个人信息权益 [12]。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

经验，采纳有关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未来，产业数据化将是不可阻挡的

发展趋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面临更多的挑战，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个人信息而对其进行过度的限制，要

在保护好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利用，平衡好利用与保护的关系，促进产业的发展。在适用《民

法典》的同时，要不断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使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有更完善的法律基础，减少个

人信息受到侵害的情况，不断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维护好人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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